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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元时期是指1368年8月统治全国的元朝被明朝政权推
翻后，元朝皇帝被赶出元大都后，不断组织力量反击，企图收
复中原。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元朝势力采取征讨
和招抚并用的策略。其结果双方都没能如愿以偿，形成了南
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在史书上称之为北元。

北元时期活动在东北及白城一带的北元势力，主要是以纳
哈出为主。纳哈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麾下名将木华黎后裔子
孙。木华黎受封太师、国王，掌管左手万户，统辖兴安岭左右地
区。此后他的子孙世袭国王爵，成为辽东方面的地方实力派。
纳哈出本人曾为太平路（今安徽当涂）万户，至正十五年（1355
年）为朱元璋军所获，因系名门之后，被释北归，返回辽阳。

辽阳行省是元代蒙古族居民及蒙古军队驻扎地较多的省
份。因此也是明朝初期北元势力较强的地区。元朝末期，在
红巾军的猛烈冲击下，极大地削弱了元朝中央政权对辽阳行
省的控制，行省境内的地方官员或蒙古贵族，在镇压红巾军的
战争中，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开始扩张个人势力。在元朝皇
帝北遁后无力东顾，而明朝军队又尚未进入东北之际，辽阳行
省地方势力有机会得以扩张。元朝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地区
溃散的官吏、将领及军队相当一部分进入辽阳行省境内，因而
明朝初期辽阳行省境内故元残余势力相当活跃。盘踞在东北
各地的故元势力，名义上仍奉元帝为正统，实则“各置部众，多
至万人，少至数千，互相雄长，无所统属。但在与明军对抗上，
却是彼此相依，互为声援”。

纳哈出返回辽阳行省后，积极参加对红巾军的镇压和屠
杀，史称“辽东贼皆为所殄”。元末，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正
事，“据有沈阳之地”。元顺帝在鸡鸣山（张家口北）时，纳哈出
前往觐见，元顺帝将纳哈出由升平章政事升为辽阳行省左丞
相，数日后又复“加纳哈出太尉”“开元王”等官爵。据《明史》
记载：（纳哈出）“拥数十万众屯金山”实际上有部众二十余万，
是东北地区故元势力最强大的一支。纳哈出十分活跃，广泛
活动于南至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他以金山为基地，开始“营
于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关于金山的位置，据考古资料显
示和学者认为，在今天的四平市双辽县双山镇大哈拉巴山，大
哈拉巴山为蒙古语“金”的意思，当地的蒙古族居民也称大哈
拉巴山为“金山”。一种说法在农安。其实这两种说法中提到
的地点都是当年纳哈出为抵御明军北进的重要屯兵之处。金
山位于东、西辽河北部，农安在伊通河，过去称为“一统河”的
北部，以东西辽河和伊通河为屏障。此外，还有“养鹅庄”，约
在今天的前郭县王府一带，位于松花江边。还有“榆林深处”，
这是位于通榆县西南部瞻榆至兴隆山、向海一线，这里在元朝
时期森林茂密、古树参天，是大部队转移隐蔽和生存的极好地
带。通榆县兴隆山镇出土的三枚元代官印也证明了这里就是
当年纳哈出屯兵的“榆林深处”。此外相传，瞻榆镇西南的古
榆树，当年纳哈出就曾在此地安营扎寨。

屯驻金山，以东西辽河为屏障，以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
为大本营，这是纳哈出根据战略需要采取的主要防范措施。

2006年7月，笔者陪同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冯永谦和金
史研究学者彭占杰在考察城四家子古城时，村民为出行方便，
在城东南角开出了出口。在出口处，笔者清楚地看到，城四家
子古城的内马面是经第二次修筑后出现的。城四家子古城遗
址是辽金古城中唯一一个有外马面和内马面的古城。过去曾
有学者指出，此城内马面的修筑，只有两个时期的两个人有可

能。一个是金朝晚期领导契丹人起义的耶律留哥，后被成吉
思汗封为辽王，驻地在辽上京即金代的临璜府，今内蒙古自治
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但耶律留哥时期战事频繁，多活动在辽
东地区，而且人力又有限，可能性不大。另一个是纳哈出有这
个可能。首先，从实力上因纳哈出统率的二十多万大军和众
多的属民。其次，纳哈出“营于新泰州”，主要目的就是抵御明
军的进攻。为此，必须加固城防。元朝时期的辽王阿扎失里
当时是纳哈出的属下，而且经营新泰州已有几代人，所以，纳
哈出把新泰州作为主要营地，用于安置那些从关内溃退东北
的故元贵族及官吏。从战略地位上讲，纳哈出如果不降服明
朝，可沿洮儿河向蒙古国发祥地呼伦贝尔地区转移，继续保存
实力，另作选择。

纳哈出在白城一带活动期间，自关内溃退自东北地区的
故元官吏、将领及军队，不断聚集在纳哈出麾下，纳哈出的实
力逐渐强大。

从白城出土的元代文物可印证这一事实。1957年，通榆县
兴隆山镇前泰村出土一枚“左阿速卫千户所印”。印为方形，长
方钮，印背右侧刻有汉字即为印文的对译“左阿速卫千户所印”，
左侧刻有两行汉字，自左向右，第一行为“中书礼部造”，第二行
为“至正四年十月”。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字。

1974年，又在兴隆山镇的林胜村庙腰屯出土一枚正面为
阳刻八思巴文篆体“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印钮左右
两侧各刻有汉字，由右向左。右侧刻为“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
户府印”，左侧第一行刻有“宣光二年五月”，第二行刻“中书礼
部造”字样。

1976年，通榆县兴隆山镇长发村村民在东沙岗下植树
时，又挖出一枚刻有八思巴篆文的“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
印”。印为方形，印钮为长方形，印背后左侧刻有“中书礼部
造，”右侧刻“至元五年四月”。

三枚元代官印，其中“左阿速卫千户所印”造于元至正四
年（1344年），阿速卫是元朝时期的军事组织，至元九年（1272
年）设立，主要负责掌管宿卫、城禁，兼管潮河运输、屯田、征战
等，是侍卫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造于至元五年（1339年）。
侍卫亲军是元朝的军事组织，是宿卫军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
怯薛军。侍卫亲军是忽必烈时期按照中原制度建立的中央常
备精锐部队，主要是掌管宿卫扈从、镇戍，兼屯田，国家大事则
随时调动。建于中统元年（1260年），原名武卫军，共三万人，
不久分左、右翼侍卫亲军，复分为左、中、右三卫。以后又逐渐
扩充至20-30万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从制造时
间，是至元五年，元朝时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元朝建立前，
忽必烈采用的年号，至元元年为1264年。另一个至元年号是
元惠帝妥欢帖睦尔时期的年号。从兴隆山出土的这枚元代官
印制造形制和工艺分析，应该是至元五年（1339年）制造。因
为第一个至元五年元朝还没有建立，东路地区由东道诸王控
制，元朝刚刚建立的这种侍卫亲军还不能派驻东路地区。所
以只能是第二个至元五年（1339年）造。

“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宣光二年制造，宣光二年
为元朝退出元大都后的第五年，1372年。多年来“陕西四川
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因在《元史》上没有“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
户府”的记载，而认为此印造于北元宣光二年，是北元皇帝爱
酉失里达腊为光复失去的大元一统山河对有功人员的一种封

赏而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在《历史研究》2010
年第一期撰文考证，“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是元朝设在
陕西凤翔的军事组织，主要担负陕西四川及土番、甘肃等地的
镇戍和军事行动。1368年，元朝皇帝退出元大都以后，以扩
廓帖睦尔（王保保）为首的元朝军队依然在陕西、甘肃一带继
续顽强抵抗明太祖朱元璋的进攻。扩廓帖睦尔本人后又逃往
漠北且屡率兵与明军作战。直到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和
十三年（1380年）。陕西、甘肃、亦集乃路等北元军队抵御明
征西将军沐英的讨伐都曾经由陕西四川蒙古军万户府统一管
辖指挥。而此官印近年在陕西洛南县（元代为陕西行省奉元
路商州属县）得以重见天日。可以说，这枚出土的官印，因当
年战事频繁所遗失，而北元宣光二年为此都万户府造新印，完
全符合北元残部在陕甘一带军事抵抗明军的需要。

2009年，在重新对《白城简史》基本陈列改陈时，又对通榆
兴隆山镇当年出土的这三枚官印的遗址进行了重新调查，三处
出土地点，大都散布着元代的白瓷片，青花瓷及其他遗物。

在纳哈出经营过的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元代
绿釉狮子灯、银质酒杯、玛瑙耳环、耳钉、琉璃饰件、珊瑚饰件、
蹀躞带等。在近年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通榆、洮
南、大安、镇赉、洮北等处均有元代和明代的遗址发现。这些
都说明在元朝，在北元时期，白城一带聚集着大批的蒙古军队
和居民。

随着纳哈出实力的不断壮大，纳哈出开始频繁地驱兵南
下，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在《明史》
有过七次征战的记录。纳哈出的存在，对明统一东北，是一个
严重的障碍，明官员曾指出：“纳哈出在辽东，前后杀掠守御官
军二万余人。”明朝军队在一时无力彻底消灭纳哈出的情况
下，朱元璋前后采取一系列对策，集中力量清除小股故元势
力，剪除纳哈出的羽翼，孤立纳哈出。不断巩固明军在辽东的
势力，充实兵力，等待机会。同时还采取招谕的手段，争取纳
哈出自动归附。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曾前后四次遣使致书
纳哈出，劝其归附。在明朝的大力宣传诏谕下，加上故元的势
力日益衰落，一些故元在东北的将校自动归附了明朝。此时
的东北，唯一坚持与明朝军队相抗的只有纳哈出。

在剪除纳哈出羽翼，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明朝政府也一
直在积极准备对纳哈出的军事进攻。截止洪武十九年（1386
年），辽东地区已建立了12个军事卫所，驻扎军队7.5万人。
为准备对纳哈出的进攻，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通过海
运将大批粮米运往辽东备战。是年，还从陕西、高丽购战马近
6000匹，装备辽东官军。洪武十九年（1386年），拨出近900
万锭库纱，由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北方各府州县抽调民夫
20万，运粮120万石，送至松亭关、大宁、会州、富峪屯储，作为
北征粮饷。

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
军，总率三军，付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令南雄候赵庸、江
阴候关良、关阳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祁镇等随征，共
集20万大军北上。洪武二十年二月三日，冯胜大军进抵通
州，侦知纳哈出之军果有驻于庆州（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力嘎
苏木），遂遣蓝玉乘大雪驰往，以奇兵袭而取之。三月，明军主
力出松亭关（今喜峰口北），冯胜遣人修筑了宽河、会州、富峪、
大宁四城，作为驻军基地。闻知明军已经北上，纳哈出“弃金
山（四平市北双辽县双山镇大哈拉巴山）巢穴，营于新泰州（今

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将其主力向后移动，将兵力分别部署
在泰州、榆林深处（通榆县瞻榆兴隆山、向海一线），养鹅庄（今
前郭县王府一带），龙安一渡河（今农安伊通河）。明军在大宁
（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城）等地屯扎逾两月，一面修筑城池，一
面侦察敌情，力求谨慎出战。

五月二十一日，冯胜留兵5万守大宁，“而以全师压金
山”，同时命原纳哈出部下乃剌吾先行，至纳哈出处再行诏
谕。15万明军北上，声势浩大，纳哈出内部出现了动摇与分
裂，六月十一日，驻于一渡河（伊通河）的纳哈出部将高八思帖
睦尔、洪伯颜帖睦尔率部归降明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六
月十九日，明军主力进“至辽河之东”，击溃纳哈出屯兵，“遂进
师驻金山之西”。与此同时，乃剌吾也到达纳哈出大营，劝其
出降。明军压境，其势难当。但纳哈出恃其人马众多，“辎重
富盛”，内心依然犹豫不定，遂以献马为名，派人至冯胜军中进
一步探听虚实。乃剌吾则在纳哈出将领中广泛进行说服工
作，“由是虏众多有降意”。此时纳哈出的部队已军心动摇，无
力再组织有效的抵抗。

六月二十五日，冯胜大军自金山进攻女真苦屯，向纳哈出
大营继续逼近，纳哈出愈加动摇，特别是纳哈出的重要将领全
国公观童毅然脱离纳哈出降明，这对纳哈出是一个重大打
击。在大兵压境，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纳哈出被迫同意出降，
把今天的伊通河一带的农安作为受降地。根据《中国东北史》
记载，这次出降官兵达4万多人，此后松花江以北的纳哈出部
众也陆续受降，史称“并得其各爱马所部20余万人，羊马驴驼
辎重亘百余里”。

随同纳哈出相继投降的故元官吏、将校多达3000余人，
包括元中央政权的中政院、宣政院、太医院、枢密院、大都督
府，以及陕西行省、岭北行省、河南行省、甘肃行省、山东宣慰
司、河东宣慰司等许多内地地方机构的重要官员与将校，其中
有9个王，4个国公、郡王，5个太尉，1个行丞相，13个司徒、平
章，31个左丞、右丞，32个参政、知院，86个院使、同知、副使，
228个佥院、院判，189个宣慰使等官，927个万户、总管等
等。这一事实表明，元政权崩溃后，相当一部分故元将吏退入
东北，集于纳哈出麾下，致使纳哈出势力急遽膨胀。纳哈出
的降服，不仅为明朝统一东北地区清除了重大障碍，也是从总
体上对故元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

纳哈出归降明朝后，朱元璋在南京亲封纳哈出为海西候，
赐铁券丹书。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纳哈出从傅友德往征
云南，途中卒于武昌舟中，葬于南京。其子察罕改袭沈阳候，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因蓝玉案被杀。 （二十四）

北元时期的辽阳行省丞相纳哈出
●宋德辉

蒙元时期的白城——

元朝晚期辽阳行省丞相纳哈出

Ｂ 白城记忆

五谷丰登：指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粮食丰收，
寄托着中国人民淳朴、美好、善良的祝福。

出自《六韬·龙韬》：“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
熟，社稷安定。”

不管对于古人，还是现在的我们来说，“五谷
丰登”都意味着丰收美满的幸福生活。

林森/图文

中国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
二十四节气是阳历的体现。它将
一个回归年长度划分为二十四等
份，每一个节点称为一个节气或中
气，有时也把每一份的时长称为一
节气或中气的时长。其中立春、惊
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
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为节
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
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
至、大寒为中气。节气与中气依次
相间排列，统称为二十四节气。

中国古代历法一般将十二中
气固定于某一朔望月，比如11月
对应着冬至中气。而由于一个节
气和一个中气合起来的长度大于
一个朔望月的长度，故此每经过
一段时间，将出现某一个月当中
没有中气的情况，中国古历一般
将其定为闰月。

最迟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
开始采用正午时圭表测影的方法
来确定冬至、夏至，计算春分和秋
分。成书于西汉的《周髀算经》中
已有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西
汉末年历谱中已有完整的二十四
节气。

中国古代最初认为二十四节
气是均匀分布的，通过圭表测影
得到冬至或夏至日从而得到一年
的长度之后，将回归年长度等分
二十四份，每一个节点为一个节
气。这样得到的节气称为平气。

至北齐（550-577年）时，张
子信发现太阳运行有疾迟之变，
认为“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
则速”。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看，
这一现象在本质上是由地球绕太
阳公转的轨道不是正圆造成的太
阳一年中黄经位置的变化速度不
均匀。以太阳真实的黄经位置确
定的二十四节气称为定气。

自隋代刘焯（544-610 年）
的《皇极历》之后，各历多列有包
含一年之中太阳不均匀视运动的
日躔表。在定朔、交食的计算中，
唐初历法即已应用定气作为太阳
改正，但是注历依然采用平气。

清代采用西洋历法，官修历
书改平气为定气注历，即根据太阳

的实际位置日躔行度安排节气。
采用定气注历后，在太阳视运动较
快的季节相邻两个中气的时间间
隔就会短于一个朔望月长度，由此
可能出现一个朔望月包含两个中
气的情况，这样在其前或其后的月
份虽无中气却不是闰月。由于其
与传统历法存在较大差异，定气注
历成为清初中西历争中一个争议
的焦点。清初历算家王锡阐、梅文
鼎认为传统平气注历符合历法为
敬授民时的功用，而采用定气则会
导致“置闰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的
结果。不过，他们的反对并没有改
变定气注历。

中国现行农历中的二十四节
气是严格按照太阳黄经确定的。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九——

二 十 四 节 气
●王广超

成语故事

大明嘉靖六年岁次丁亥大统历书，其中标
明了二十四节气的分布。

五谷丰登

春秋时期，旷日持久的争霸战
争使众多弱小国家被吞并。公元前
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七
雄的格局已然奠定。封建制王权在
各诸侯国得以确定，各国都在寻求
统一天下的机会和人才，冶铁技术
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各国农业、手工
业的发展，经济日益繁荣、思想不断
得到碰撞，战国成为文化艺术百家
争鸣的时代。

大争之世，虽时事充满变数，却
也让人们有了重新思考个体价值和
意义的机会，乱世赋予了生命更多
的思考，既有对人与人之间情义的
追求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
也有为天下兴亡奔走的使命和试图
保卫家国的赤子之情，这一切使战
国时期人们的一言一行散发出独特
的人格魅力，乐人们也是如此。他
们不再仅隶属于宫廷，越来越多的
民间乐人活跃在社会各个层级之

中，他们有独立的身份、独立的人
格、独立的精神追求，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一幅幅生动的乐人图。

战国时期的人们或因局势动荡，
或因个人追求，多不会将自己束缚于
一处，男人如此，女人亦是如此。当
时的韩国有一位善歌者名叫韩娥，出
行经过齐国都城临淄时，所带钱粮已
所剩无几。于是，她前往临淄城的西
南门卖唱，等她离开之后，歌声的余
音仿佛仍然缭绕在梁间，歌声三天都
没有消散，附近的人都以为她还没有
离开。《列子·汤问》中记载道：“过逆
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

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
遽（jù）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
歌。一里老幼喜跃抃（biàn）舞，弗
能自禁，忘向之悲也。”可见她的歌声
仿佛有魔力，可以让人们连日吃不下
饭，又可以让人们马上欢呼雀跃。

现在尽人皆知的“高山流水遇
知音”的主人公俞伯牙和钟子期也
生活在战国时期，他们之间真挚且

“知你莫若我”的友谊让无数人感慨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相对于俞
伯牙与钟子期之间单纯的相惜相
知，战国时期另外一位乐人高渐离
与他的好友荆轲的友谊更带有浓重

的悲剧色彩。高渐离是战国时期燕
国人，是一位演奏筑（古代的一种击
弦乐器）的高手。他与荆轲是好友，
荆轲带着燕国太子丹的嘱托前往秦
国刺杀秦王。易水河边，高渐离为
其击筑而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从此流传千
古。荆轲刺杀秦王失败，被秦王所
杀。高渐离隐姓埋名，千方百计寻
找机会接近秦王，试图刺杀秦王为
荆轲报仇。秦王怜爱他的才华，刺
瞎他的双眼，他依然不改初衷，再次
施行刺杀。最终，秦王忍痛杀死了
高渐离。高渐离对荆轲这份情谊之
厚重，让无数人感叹唏嘘。

生逢乱世，人的生命如水中浮
萍，只能随波逐流，但人对生命意义
的追求不曾停止。又或许正因为乱
世，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反而更
为深刻，每个人都在为其认定的生
命之重负重前行……

战国乐人
●张莹莹


